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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9_AF_E5_BD_AA__c122_485782.htm 围绕媒体：冲突的多

元与衡平 [2005年9月24至25日，中国法官协会、中国记者协

会在江西南昌召开“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研讨会”。中

国记协课题组向研讨会提交了起草的关于新闻侵害名誉权、

隐私权问题司法解释的建议稿，来自中国记协、中国法官协

会的领导和全国各地的法官、记者、学者、律师60余人围绕

建议稿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吕良彪律师应邀赴会并作题

为“媒体喊什么冤？——围绕媒体：冲突的多元与衡平”的

主题演讲。] 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的讲话,让我深切

感受到一位法院老领导对于宣传法院工作，树立法院形象以

及司法权威的良苦用心。而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李存厚则绵

里藏针地指出：新闻舆论确实应该尊重司法权力的运行规律

，但加强监督却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的。某种意义上

这正是法院等机关“宣传工作”与媒体新闻监督不同价值取

向间的矛盾。其他来自不同行业的朋友对媒体与国家公权力

及公民私权利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论述，对

于司法解释建议稿的条文也存在诸多见仁见智的不同认识。

马克思&#8226.韦伯说：当我们从制度的层面争执不下时，理

应从价值层面予以考察。中国有句俗话“屁股决定大脑”－

－“屁股”后面不同的其实是位置、是立场、是价值观、是

利益。不同的立场、利益与价值取向，使我们对媒体的性质

、功能与价值取向的认识与实践日趋多元，这种多元化的结

果必然地会产生冲突，需要置于法治的大背景下予以衡平。



这种冲突的多元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

于媒体性质：权力的，还是非权力的。 媒体素有“第四种权

力”之称。但关于媒体监督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权力的争论从

来就没有停止过。 赞同者认为媒体具有公共性，具备重要的

社会影响力，黄晓博士将其称之为媒体的“杀伤力”。这就

使媒体具备了权力的某些基本属性，即公共性与强制性。因

此，“媒体审判”会被作为影响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

典型而使责备的“板子”打在媒体身上。 反对者则主张媒体

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性，而是公民知情权、表达权的一种

表现形式，本身不具备直接的强制性。无论是因受舆论压力

还是基于领导的“拍案而起”，都不是因为媒体直接的强制

力，而且其他权力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无论如何“板子”

都不应该打在媒体身上。 我认为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无可否认

，媒体的非直接强制性也显而易见，而且媒体作为一种社会

公共媒介、一种工具，社会成员均有可能参与，并非国家机

关所专有。因此，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在于：媒体是一种社

会性公共资源，乃社会“公器”，是在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

化大背景下的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公共性资源。对此

，我非常同意家琛院长的观点：努力实践不作争论，留待历

史评价。参照南海开发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

纠缠于定性，多研究些具体问题。 第二：媒体的功能：权力

的工具，还是制约权力的工具。 媒体的功能是多重的：我十

二岁的女儿看“超女”时觉得很开心，此时媒体满足着她娱

乐的需要。这是媒体文化功能的一种表现；而电视里的赵本

山鬼鬼祟祟地说着“蚁力神，谁用谁知道”以及暧昧的那句

“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则赤裸裸地透着媒体的经济功能



及冲突。我本人在央视等媒体主持节目提供服务，是满足社

会公众的法律服务需要，是满足社会公众的经济与生活需求

，也是打造自身律师品牌的需要。而当我在《中国律师》等

杂志和网络媒体上发出诸如“关注刘涌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因为只要刑讯逼供的存在，我们每一个无辜公民都可能置

于这种危险之下而无力辩白”、“帮助杜培武佘祥林们就是

帮助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受错误的刑事

追究，也许杜培武佘祥林们身受刑讯逼供却无力辩白的昨天

就是我们身受刑讯逼供却无力辩白的明天”之类的呼喊时，

媒体在实现着其自身的政治功能。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

媒体的这种功能。媒体是具有政治属性的，问题在于：媒体

究竟应该是权力的工具，还是制约权力的工具？ 这段日子央

视一套在放一部深受欢迎的古装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

。主人公宋慈在当时的吏制体制上，可以根据当时的法律将

身为宰相的岳父拉下台，因为后者策划了对其他官员的刑事

乃至政治陷害。这让我感受到其实几千年来，中国的吏制其

实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清官意识与功能其实仍然是实现

正义的主要途径。现代社会只是多了一些不同声音，多了一

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有两点：

一是媒体，可以揭露丑闻；二是律师，通过维护私权利来制

约公共权力。记者与律师具有天然的战友属性：二者都是一

个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代言人，都是公民权利的代言人，都

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代言人，理应加强联合。 媒体监督权力

，揭露黑暗，倡导法治，其实都是体现着媒体制约权力的属

性。而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宣传教化功能，则表明媒体作

为权力工具的属性。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既可以成



为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制约权力的工具。我们所说的媒

体空间，其实都是争取媒体制约权力的空间，媒体参与社会

生活的空间，而不是媒体介入公民私生活领域的空间。至于

媒体服务权力的空间，从整体上说是不需要争取的，虽然我

们不排除不同的媒体服务权力的能力与空间存在差异也需要

争取。 思想自由的体现是言论自由，而后才可能有结社自由

，然后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自由，社会主义民主也才可能得

以真正实现。媒体是公民言论自由的最重要载体。媒体的言

论自由程度取决于一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取决于公民言

论自由的状况，反过来也促进着民主法治的进程。媒体更多

地是权力的工具，还是制约权力的工具亦然。 第三，围绕媒

体：价值与利益的多元冲突与衡平。 两年前的井冈山会议上

我们探讨了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媒体

与以司法权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衡平的问题；

今天的研讨会我们研究的是媒体侵害名誉权隐私权，其实讲

的是媒体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与衡平的问题。由此也可

以看出我们探讨问题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接下来我着重探讨

媒体与公权力、媒体与私权利、不同媒体间、媒体从业人员

间以及围绕媒体的不同利益主体间价值与利益的多元冲突与

衡平的问题。 一、媒体与公共权力----公众的知情权与权力

运行规律间的冲突与衡平 我始终以为媒体对权力的监督理应

不遗余力，对于在座浦志强律师等人拓展媒体话语空间的努

力深表敬意。鲁迅先生在《呐喊》序言中用生动而贴切的比

喻告诉我们，在中国争取权利是需要呐喊的。同时我们也深

深懂得，在中国的呐喊也是需要遵守各种“显规则”与“潜

规则”的，否则呐喊者是很容易被关进“疯人院”的。如何



把握其间的“度”呢？最基本的就是符合法律要求，所以我

们今天在这里探讨媒体的某些规则，也就是在给媒体的空间

掌握一个“度”，其意义不言而喻。 公共权力源自公民权利

而不是相反。现代法治的基本问题，就是防止公共权力对公

民私权利的侵害，媒体对诸如夫妻在家看黄碟居然也会被抓

的事件就是要关注到底。建议稿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肯定

： 一是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作为原告控告媒体和作者侵害其名

誉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国家机关理应接受人民群众及

作为其耳目的媒体的监督与批评，这是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

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即使对于人民群众的误解，国家机关

应该做的是如实向人民群众报告实情，而不是将有关人员告

上法庭。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是确立了报道承担侵权责

任的主观恶意原则。即只有当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报道系出自

作者及媒体的主观恶意时，相关媒体与作者才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原则至关重要，虽然我认为建议稿中对于主观恶意的

表述及责任承担要求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对于媒体与作者

主观过错的表现形式，我以为也可以做一个细分：其一，明

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或伤害他人的后果仍然积

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的，应该是一种直接的主观恶意。诽谤

就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恶意，严重者可能涉及刑事责任问题。

对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批评，原则上应具备直接主观恶

意才应该构成。其二，明知息的行为会危害社会或侵害他人

权利，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依然放任这一行为的结果应该认

定为一种间接主观恶意。如为了诽谤某甲而不惜侵害某乙的

名誉或隐私，对某乙就是一种间接主观恶意。其三，未善尽

审谨注意义务，对应该发现的不实之处未予发现而致人损害



的。其四，注意到文章内容可能伤害他人权利，但自信地认

为这种结果不会发生以致侵权的。对于不同的人和事认定侵

权的标准应有所不同。 关于对社会现象的评述，我首先要提

醒大家充分注意河北高院冯文生法官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

是只有社会公共事物才是自由评论的对象。对于纯属公民个

人事务甚至隐私，媒体的评论即使不构成侵害亦为不妥。评

论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体现，对涉及公共权力的评述，同

样适用主观恶意原则。 在此，我想重申徐迅女士（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法律顾问）所一再强调的善意原则问题。浦志强律

师拿西北政法学院门前那尊宪法上站着的两个人合力举起一

个地球旨在表达宪法至上的雕塑说事，写了一篇题为“宪法

顶个球”（“球”在此处指男性生殖器）的评论文章，文章

发表后引起反响之一就是有关官员决定把那两个人举着的地

球拿下来。于是我们的浦律师又说：这下宪法连“球”也不

顶了。虽然我本人坚定地认为此时浦律师言论自由的价值要

远高于官员的盲目，但这样的文章以及引发的事件总让我觉

得特别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当然不全来自浦律师，但我还是

希望借此机会当面向浦律师表达我读到此类文章时的一些感

受。我希望我们能更多一些建设性的批判，虽然我们也需要

具有杀伤力的批判。 二、媒体与公民私权利：公众知情权、

安全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与对公共权力的大力监督相反，

媒体对于公民私人生活的介入要慎而又慎，对媒体侵害名誉

权隐私权的尺度亦须从严掌握。毕竟，公民私权利是媒体所

应大力支持与保持的对象而不是相反。这些天在江西看到当

地的电视节目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公民个人特别的经历，往

往又是对当事人评价不太好的经历来吸引观众的节目，据说



收视率不错。我还注意到这个节目中讲述的都是四川、贵州

等离江西很远的故事，当事人及身边人不大容易看到。不知

道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麻烦。我只是本能地觉得，这种以牺牲

公民的隐私与权利为代价的猎奇与窥探的节目实在让人太过

不安。部分媒体让当事人诉说隐私，或者虽经处理还是很容

易让人判断出未成年人身份的节目，对于正在培养中的尚十

分脆弱的尊重与保护公民名誉与隐私的意识，实在是一种很

深的伤害。我主张对于媒体侵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案件理应

实行一种严格责任原则，即只要报道失实或使用不当语言，

媒体即应承担侵权责任。但这种严格责任应有以下例外： 1

、社会公共利益的例外。即当涉及某种重大公共利益时，公

民个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如非典时期，理应及时公布公民患

非典的信息，而不应认定为侵害公民隐私。 2、当通过媒体

成为名人从而掌握社会公共资源而获利时，基于公平的考虑

，其权利受限制，其有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的需要，

具体体现为满足公众的窥探欲，为公众提供娱乐并受到一定

监督。戴安娜备受狗仔骚扰、赵忠祥饱受媒体关注等都是如

此。建议稿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及适用法律的原则，我认

为是一个创举。但这部分规定也是整个建议稿中最不完备最

易受诟病之处，我个人意见是不成熟的规定就不要放进正式

建议稿中，避免影响其他成熟部分的内容。 3、政治公众人

物，因其掌握社会公共权力，其隐私权受限制，因为其个人

生活即使八小时以外，也可能是权力状态的延续。东北宝马

撞人案受到媒体关注，某种意义上正是与某领导相关。确与

权力有关，则适用直接主观恶意原则；否则，适用普通公民

侵权构成要件。 4、普通公职人员的公德与私德问题。即使



在美国，成为法官甚至获得律师资格亦要求个人品行良好，

无不良记录。在我国，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亦是其成为合格

公职人员的要求，公职人员公职行为、行使权力时理应受到

监督。但普通公职人员个人生活理应受到尊重。诸如非经法

律途径，通过取得普通公职人员通讯秘密的方式获取公职人

员个人私生活方面的不足，实在是以违法甚至违宪行为对待

违反道德行为，是非常可怕极不可取的。而这种情形，还不

同范围的严重存在着。 5、对普通公民或公民与公务无关的

私人生活，理应严格保护。只要与事实不符，即使是细节，

导致名誉受损，或是未经公民本人同意公开其隐私的，都构

成侵权。 三、媒体之间的多元冲突与衡平 不同媒体间的冲突

有三： 其一，对同一新闻事件事实报道的不同。由于不同媒

体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同，不同媒体记者素质的差异，以及“

新闻事实”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

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受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判断接受之。 其二

，对同一新闻事件评论观点的差异。不同的声音是民主法治

社会的标志之一，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之一，是一种正常的现

象，不必大惊小怪。 其三，基于不同利益而发出的不同声音

。例如某省会城市的党报与该市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性报

纸，一个是作为党委机关报成为权力的工具，一个作为商业

性报纸追求新闻性而成为另一权力的工具，二者基于利益之

争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也是正常现象。这种冲突的解决或

以政治方式，或以法律方式，但基本上以政治方式通过更为

强势的权力介入或使有关事件随时间淡化而解决。 四、媒体

影响力与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约束之间的多元冲突与衡平 媒体

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必然要产生应有的效益。而如何防



止媒体的从业人员类似“权力寻租”性质的公共利益收益私

人化，防止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与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是

一个重要课题。 徐迅老师一再强调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而

阴卫芝博士则给我们介绍了美国媒体自制规则从ARTHITH

，CODE到RULE的演变过程。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开始对

从业人员自治的规则开始是一种类似于道德准则的；随着媒

体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纯道德性的自律规

则演变成了一种CODE，一种包括道德倡导、职业要求与违

反规则的责任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式规定；再发展，则演变成

了一个纯粹的RULE，即明确确实哪些行为为违规行为，不同

的违规行为将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告诉我们：媒体影响力

越大，对其从业人员要求越严格，越刚性。中国的媒体有一

种后发优势，约束媒体从业人员亦应有一个高的起点。 刚才

来自新华社的同志提到美国的媒体为了保护自己新闻的提供

者，拒不说明自己新闻的来源。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也有一个

著名的案例，法院最终判决媒体败诉，因为媒体不提供消息

来源就无法证实是有人向其提供而非其自身杜撰了新闻事件

的发生。这就是对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的一个限制。无论在

什么社会，媒体的空间也是要受到法律限制的；媒体从业人

员的行为也是要受到法律约束的。 五、利用媒体的各种利益

的多元冲突与衡平 媒体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而媒体作为一种

社会公共资源，不同的利益主体希望借助媒体达到各自目的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做过法官、律师，也给电台、电视台

以及报刊和网络媒体做过些工作。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也在不断深化。应该说，在当今司法状态下，各方利益希望

利用媒体对影响司法，或者希望以此促进司法公正有其一定



的可取性，但要适度。我尤其反对代理律师本人利用媒体对

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过多评论甚至对对方当事人和法院

进行攻击。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贤苏格拉底接受了希腊城

邦法庭被历史证明为不公正的审判，五百余人的陪审团认定

苏格拉底有罪并判处其死刑。死刑执前夜，苏格拉底的学生

克利到监狱营救老师。学生说服老师的重要理由就是这是一

场不公正不正义的审判，苏老师不应接受这一裁判结果。而

苏老师的回答亦掷地有声：我们既然选择了城邦的法律，就

应接受根据这一法律得出的裁判结果。在依照法律更改判决

之前，任何人都无权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这一判决非正义。

如果我们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认定裁判的正义与否并以此决

定是否遵守，那么法律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 先哲以自己的

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思想与尊严，也捍卫了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如康德所说：“这世上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了解，越是

对它们充满了深深的敬畏－－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

心中的道德律”。先贤已逝而精神永存，我希望我们每一位

法律工作者，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能时时怀着敬畏之心，

时时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善尽我们的职守，

努力成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社会工作者。 谢谢

大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